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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综合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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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大，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

进而引发了决策者对我国何时达到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疑问。“何时达到拐点”直接关系到面向“百年强国”的

生态环境保护战略部署。文章在重新界定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内涵的基础上，建立了生态环境质量拐点衡量指标体

系和预测分析框架，研判了我国不同领域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出现的时机。结果发现，2025 年前后，我国基本能够

实现以常规监测指标衡量的生态环境质量拐点，但实现公众感知的生态环境质量拐点要到 2035 年前后，实现考虑

新型污染物等新因素的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则要到 2050 年前后。面向“百年强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既要做好

针对当前面临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打好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攻坚战规划，也要做好针对当前难以解决以及未来

潜在的新的生态环境风险，前瞻布局，打好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持久战准备。在此过程中，除了进一步完善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外，还要发挥科技在解决我国生态环境“瓶颈”和“难点”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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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

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综合国力和民众生活水平，但同时

也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给我国居民健康和福祉带来了严重威胁。尽快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形成了我

国生态文明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力

度的加大，我国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

遏制，并引发了决策部门对我国何时达到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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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的疑问。对“何时达到拐点”的判断，直接关系到

十九大和面向“百年强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部署，

以及未来我国保护生态环境付出的社会经济成本。

尽管已有研究对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拐点进行了研

判，但没有明确界定“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内涵，往

往以某一领域几个常规指标作为衡量“生态环境质量拐

点”的依据，忽略了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综合性、复杂

性和严峻性，得出的结论往往偏于乐观，不利于我国制

定切合实际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和目标。

基于此，本研究在明确界定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内涵

的基础上，建立了生态环境质量拐点衡量指标体系和预

测分析框架，研判了我国不同领域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出

现时机，以期为我国制定科学合理、与发展阶段相适应

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提供支撑。

1 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内涵

在研判生态环境质量拐点之前，需要对其内涵进

行明确界定，以确保拐点研判指标、标准、方法规范合

理，研判结果科学可靠。

1.1 生态环境内涵

学界、政府和公众对“生态环境”概念的理解存在

着很大的差异。本文结合科学内涵、政策价值和公众感

知 3 个方面，把“生态环境”定义为：直接影响人类生

存和发展、主要由于人为作用而变化着的自然要素与自

然过程。既包括普遍共识的“大气、水、土壤”等狭义

环境，也包括越来越引起重视但仍存在一定争议的“城

市热岛现象加剧、郊野生态景观退化、海洋和湖泊富营

养化”等生态问题，还包括具有很大社会反响但不符合

狭义的生态与环境定义的“地下水位下降、洪涝灾害频

发”等具有生态环境属性的资源、灾害等内容。

1.2 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内涵

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研判与对其内涵的理解直接相

关。面向生态环境管理决策的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可以

从 3 个方面来理解（图 1）。

（1）基于常规监测指标的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图

1，A点）。指以常规生态环境监测指标衡量的生态环境

质量由持续恶化转向逐步改善的阈值点。我国历年环境

状况公报、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便是基于常规环境监

测指标，评估我国环境质量状况和演变趋势。针对我国

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已有研究，通常以常规监测指标作

为衡量标准[1,2]。

（2）公众感知的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图1，B点）。

指被社会公众普遍接受、能满足民众对良好生态环境需

求的生态环境质量阈值点。在我国，受生态环境评价体

系建设滞后的影响，政府公布的生态环境信息往往未包

含一些重要指标，使其难以全面反映生态环境的实际情

况，评估结果也与公众感知不符。在没有建立系统、完

整的监测评价体系之前，应该把公众感知作为生态环境

质量评价的重要标准。考虑到从生态环境恶化峰值到治

理实现让公众满意的生态环境质量往往需要较长的一段

时间，因此，相对于当前常规监测指标衡量的生态环境

质量拐点，公众感知的质量拐点要求更高、来得更迟。

（3）考虑新因素的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图1，C

点）。指在考虑部分未观测指标、区域差异和恢复周期等

因素影响后，生态环境质量达到能够满足人类健康和生存

发展需求的阈值点。未观测指标方面，一些新型污染物已

经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没有纳入到当前的环境监测

图 1   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内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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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体系中，在发现其潜在危害时，已经通过各种途径

大量进入环境，并带来巨大的环境健康风险；如果将这些

新型污染物纳入监测评价体系，将延迟真正意义上的生态

环境质量拐点的到来。区域差异方面，我国高生态环境影

响产业正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使东部地区生态环境好

转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存在恶化的风险；同时，西部地区

生态环境更加脆弱敏感，生态环境破坏的恢复周期更长，

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容易延后。恢复周期方面，介质不同，

受污染的恢复速度也不一样；有些污染只要排放减少了，

大自然可以很快自我修复；但有些污染，如河流的淤泥污

染、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等，则需要较长的恢复周期，使生

态环境质量拐点延后。

2 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研判方法

2.1 研判指标框架

由于不同环境介质、不同生态系统，受到社会经济

发展的影响程度不一，面临的问题和治理难度差异大，

使得它们实现质量拐点的时间也将存在较大差异，有必

要分领域研判。基于对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内涵的理解，

对各个领域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研判除了考虑常规监测

指标外，还考虑了一些新因素，如新型污染物、历史遗

留问题、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考虑，建立

了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研判指标框架（表1）。

2.2 研判方法框架

结合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和环境影响

的  IPAT 方程，建立了未来我国生态环境演变影响因

素分析框架（图 2）。PSR 模型是经合组织（OECD）

提出的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因果框架模型，认为人类

活动会对环境造成压力（pressure），改变生态环境质

量状态（state），而社会则通过实施环境、经济政策

（response）来应对这些改变和压力[3]。IPAT 方程能够简

便描述人类活动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认为一个地区生

态环境压力主要受 3 个因素影响：人口、人均消费（富

裕程度）和单位消费的资源强度（技术水平）[4]。将二者

结合，能够为生态环境质量演变提供一个系统全面的影

响因素分析框架。在该分析框架下，结合情景模拟、趋

势外推、对照国际经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法，预测

我国不同领域跨越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时间节点。

表 1   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研判指标框架

领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常规指标 新因素

陆域

大气环境质量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细颗粒物等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臭氧等污染物

水环境质量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重金属等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微塑料、全氟化合物等
新型污染物；
河湖底泥、沿岸历史累积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
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影响

土壤环境质量 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
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酞酸酯等新型污染物；
历史遗留的矿山尾矿；
气候变化带来的内分泌干扰物影响

农村环境质量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养殖业污染等 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影响

陆地生态质量 植被覆盖度、生物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
态问题、生物多样性等 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影响

湿地生态质量 湿地面积、自然湿地面积比例、湿地水环境质
量、生物多样性等 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影响

海域
近海水环境质量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重金属等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抗生素、内分泌干扰物、微塑料、全氟化合物及
溴代阻燃剂等新型污染物；
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影响

近海生态质量 自然岸线比例、滨海自然湿地面积比例；生态
系统健康、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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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因素对未来我国生态环境演变的影响分析

2.3.1 人口因素

（1）人口规模的影响。考虑二孩政策的影响，

到 2030 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 14.5 亿左右。随着人口增

加，我国能源、水、土地资源的需求以及城镇生活污染

物的排放量将显著增加，生活污染物治理压力将加大[5]。

（2）人口城镇化影响。到 2030 年，我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将由 2017 年的 58.5% 增至 70.0% 左右，新增城

镇人口 2.0 亿以上，这将进一步加大水土资源以及沙石、

水泥、钢材建筑材料的消费和需求，带来持续的生态环

境压力。

（3）人口迁移的影响。2000—2010 年，我国省际人

口迁移总规模约 1.05 亿人。此外，我国有着规模庞大的

流动人口，2017 年为 2.44 亿人，这些流动人口何去何从

直接影响未来我国生态环境压力的空间格局。总体趋势

是，人口将进一步向重点经济区和城市群地区聚集[6]，将

给这些地区带来较大的生态环境压力。

2.3.2 经济因素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 2030 年我国将成为世界第

一大经济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7]。在这一过程中，

经济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升级，决定着未来我国所承受的

生态环境压力。所幸的是，促进转型升级已经受到党中

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些理

念的付诸实施将有助于减缓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环

境压力。

我国经济正逐步从以投资、工业为主，较多依靠外

需的结构，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内需

的结构。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继

续提升，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8]。工业化已经进

入后期，重化工业高速发展的阶段已接近尾声，一些高

耗能高污染产业产出接近峰值[9]。同时，以绿色、智能、

共享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我国是实现新

一轮产业革命的理想场所[10,11]。总体而言，经济结构将朝

着有利于减缓生态环境压力的方向转变。

消费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将日渐增大。据全球生态

足迹网络（GFN）核算，我国人均生态足迹由 2000 年

的 1.95 全球公顷上升到 2014 年的 3.71 全球公顷。尽管仍

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却是 2014 年我国人均生态承

载力的 1.87 倍。而且，GFN 核算显示，大多数发达国家

人均生态足迹在至少超过 5.0 全球公顷以后，才进入相对

缓慢的增长或稳定阶段[12]。如果未来我国生态足迹的演

变符合这一规律，那么随着收入的提高，将面临更加严

峻的生态赤字问题。

国际贸易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不容忽视。2013 年以

来，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巨额贸易顺差的背后，

隐藏着大量环境污染物、生态产品和服务的净输出[13]。

到 2030 年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可能增加一倍[7]，隐

藏的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也将持续增长。一方面，

随着出口结构向价值链上游转移，预计我国出口产品中

高生态影响产品的比例将减小。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生

态保护政策从紧和居民消费的增长，我国对进口国外生

态产品和服务的依赖性将有所增加，也将面临愈发严重

的绿色贸易壁垒。

2.3.3 科技因素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14]，

有望加快我国产业绿色转型。新科技革命在促进传统产业

的转型升级的同时，将形成若干新兴产业，实现对传统

图 2   生态环境质量演变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P=Population（人口），A=Affluence（富裕度），T=Technology（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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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替代，使未来产业发展呈现去物质化的特征，单

位价值创造的生态环境影响将大幅下降。

2.3.4 历史遗留问题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演变还受一些

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如大量的矿产尾矿[15]、累积的重

金属和化学品污染[16-18]、一些难以逆转的生态退化和生物

多样性丧失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长时间累积，带

来的生态环境风险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陆续爆发，

推迟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拐点的到来。

2.3.5 气候变化

我国生态环境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极为敏感[19]。

未来我国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发生频率可能增加，降水分布不均现象更加明显，干

旱区范围可能扩大。如此强烈的气候变化将对自然生态

系统产生较大影响，使生态系统的格局、质量和服务功

能发生变化，并加大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

2.3.6 公众意识

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青年群体的环境意识水平明显

高于其他群体。但青年群体对于自身在环境保护中的作

用的认识相对欠缺，为环保付费的意识还较为淡薄[20]。

因此，未来我国公众生态环境意识的提升，更多体现在

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上，但离真正环境意识的觉醒，

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还有较大差距。

2.3.7 制度和政策因素

制度和政策因素对生态环境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决定着我国以多快的速度跨越生态环境质量拐点。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

施、生态文明四梁八柱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将倒逼

生产方式转型和生产技术进步，而新能源技术、绿色化

生产方式将有望加快扭转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促

进我国提前跨越生态环境质量拐点。

2.3.8 工程技术因素

自2 0 0 0年以来相继实施的“天然林资源保护工

程”“退耕还林还草”等重大生态工程在改善我国

生态系统质量、提升服务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 [ 2 1 ]。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扩大退耕还林还草，加强草原

保护；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筑牢生态安

全屏障。这些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将有助于我国生态

质量的进一步改善。

3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演变与拐点研判

3.1 不同领域生态环境质量演变与拐点研判

3.1.1 大气环境质量

我国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细颗

粒物（PM2.5）等常规大气环境质量监测指标正在逐步改

善。但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挥发性有机

污染物（VOCs）污染未见明显改善，臭氧（O3）污染仍

在加剧。VOCs 包含 100 多种常见化合物，涉及上百个行

业，排放点源多而分散，无组织排放严重，难以集中有

效收集处理，减排面临巨大的挑战[22]。O3 已成为继 PM2.5

后困扰城市空气质量的另一种二次污染物。2013—

2017 年，全国实施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的 74 个城市 O3 污

染明显加剧。O3 的生成与 NOx 和 VOCs 等其他大气污染物

相关性较大，原因复杂，防治难度大[23]，未来一段时间有

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综合考虑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趋势和各种影响因

素，预计我国基于常规监测指标的大气环境质量拐点将

出现在 2020—2025 年；但要想实现从污染峰值到治理实

现较好的、能够让公众满意的大气环境质量要到 2030—

2035 年；而考虑到 VOCs、O3 污染和气候变化等新因素

的质量拐点则要延迟到 2040 年前后。

3.1.2 水环境质量

我国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NH3-N）等常规环

境污染物排放量已进入持续下降的通道，伴随的是全国

河流断面水质优于 Ⅲ 类的断面百分比呈现稳步增长的趋

势。但湖泊与湿地水环境质量受换水周期长以及底泥、湖

泊沿岸历史累积的污染物影响，尚未出现持续、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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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趋势。如果将一些当前未监测、未管理的新型污染

物，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抗生素、微塑料、内分泌干扰

物等考虑在内，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水环境质量将进一

步恶化。做出这一判断主要基于 4 个原因：① 目前我国

一些流域已经受到这些新型污染物的严重污染[24,25]；② 针

对这些污染物的研究不足，缺乏必要的基础数据和成本可

控的减排和治理技术；③ 这些污染物尚未受到政府的重

视，缺乏有效的管控措施；④ 这些污染物在环境中难以

降解、具有累积性。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预计我国基于常规监测指

标、公众感知和考虑新因素的水环境质量拐点将分别出

现在 2025—2030 年、2035—2040 年和 2050 年前后。要想

在 2035 年实现水环境质量的根本性转变、2050 年达到建

成“美丽中国”的目标，还需付诸较大努力。

3.1.3 土壤环境质量

据 2014 年全国土壤污染调查资料，我国土壤环境状

况总体不容乐观，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

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26]。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重

金属、酞酸酯、抗生素、放射性核素、病原菌等各类污

染物仍以多形态、多方式、多途径进入土壤环境，使我

国土壤污染面积在扩大、程度在提高、危害在加剧，土

壤环境问题呈现多样性和复合性的特点，风险管控难度

进一步加大[27,28]。同时，气候变暖可能使一些被土壤吸附

的污染物由固定态转变为游离态被释放出来，加剧土壤

环境风险。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土壤环境质量存

在进一步恶化风险。

相对于大气和水环境，实现土壤环境质量拐点的难

度更大。预计基于常规监测指标、公众感知和考虑新因素

的土壤环境质量拐点将分别出现在 2040 年左右、2050 年

左右和 2050 年以后。土壤污染将成为未来我国建设百年

强国、建成“美丽中国”的重大瓶颈问题，需要做好中长

期污染防控部署。

3.1.4 农村环境质量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面临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

题。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均垃圾产生量及垃圾成

分日趋接近城市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种养业的快速

发展，人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产生量剧增。农村环境面

临点源与面源、生活和生产、外源性和内生性污染共存的

局面[29]。由于农村的生产生活分散，各类污染物集中处理

难度大、成本高。尽管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农村环境整治力

度，但治理能力赶不上破坏速度，环境仍在恶化。但随着

农村人口的减少及污染防治力度的加大，农村环境恶化的

趋势将有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得到缓解。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预计基于常规监测指标、公

众感知和考虑新因素的农村环境质量拐点将分别出现在

2025—2030 年、2030—2035 年和 2050 年前后。

3.1.5 近海环境质量

历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近年来，我国以

常规环境监测指标衡量的近海水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

总体良好。但陆源排污引起的近岸局部海域特别是河口、

海湾区域水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重。随着陆源排污量的减

少，这些常规污染将减缓。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

一些新型污染物污染将加剧。研究显示，我国近海有机氯

农药和多氯联苯、抗生素浓度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内分泌干扰物浓度、微塑料含量持平或低于其他地区，但

入海河流中的浓度较高，未来污染将进一步加剧[30,31]。

预计随着陆源排放量的减少，近海水环境质量预计

在 2020—2025 年能够实现以常规监测指标衡量的质量拐

点；而实现公众感知的质量拐点要到 2035—2040 年；受

众多新型污染物的影响，预计 2050 年左右才实现考虑到

新因素的质量拐点。

3.1.6 陆域陆地生态质量

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遥感调查评估显示，2000—

2010 年全国陆域生态质量总体好转，服务功能明显提升[21]。

随着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生态保护

与生态恢复工程的实施，我国陆地生态质量将进一步提

高。但考虑到当前我国生态质量本底差、生态问题依然突

出，生态质量改善需遵循自然规律，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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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飞跃，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将面临生态质量差、生态

问题突出和优质生态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同时，受人口

聚集和开发活动的驱动，中西部新兴城市群地区和“一带

一路”节点城市，生态质量存在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预计陆域陆地生态质量能在 2020—2025 年能够实现

由总体改善、局部恶化向全面改善转变的拐点，但想要到

达公众感知的、满足公众对优质生态产品需求的生态质量

拐点，预计要到 2050 年前后。

3.1.7 陆域湿地生态质量

长期以来，大规模农业开垦、周边开渠排水、过度围

垦养殖、捕捞与放牧，特别是近 20—30 年，各地大规模

的沿江、沿湖、沿岸开发，给湿地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压

力，使我国自然湿地持续减少，人工湿地持续增加；使其

作为珍稀物种避难所和环境与水文调节器的功能衰退，导

致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环境污染严重，河流断流、

湿地干枯、周边地区洪涝灾害频发[32-34]。尽管近年来，我国

已加强了湿地的保护和恢复，但社会经济发展对湿地的胁

迫在短期内难以缓解，气候变化也通过影响湿地的水温、

土温和水文节律，给湿地生态系统带来潜在负面影响，而

且湿地的自我修复也需要经历较长的周期。因此，未来一

段时间我国陆地湿地生态质量仍存在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相对于陆地生态系统，退化湿地生态系统的恢复难度

更大，生态质量拐点到来的时间也将更晚。预计 2025—

2030 年能够实现湿地生态质量由持续恶化向逐步改善的

转变，2050 年能够实现公众感知的、满足公众对优质生

态产品需求的质量拐点。

3.1.8 近海生态质量

长期以来，受围填海、陆源污染物排放、过度捕捞、

外来物种入侵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近海生态质量

持续恶化，人工岸线无序增长，自然岸线不断减少，滨海湿

地大幅萎缩，珊瑚礁、红树林及河口区等重要资源生物的生

存生境大面积丧失[35,36]，生态系统健康受损。历年中国海洋

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近海的河口、海湾、滩涂湿地、珊

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典型生态系统多处于亚健康或不健

康状况。我国有记录的赤潮次数虽有下降的趋势，但有毒有

害藻赤潮比例在上升，规模也在不断增加。未来一段时间，

我国近海生态质量仍将受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长

期影响，短期内难以扭转持续恶化的趋势。

相对于陆域湿地生态系统，近海生态系统受到更多因

素的影响，因此实现生态质量由持续恶化向逐步改善转变

的拐点时间更晚，预计要到 2030—2035 年，而实现公众

感知的生态质量拐点则至少要到 2050 年前后。

3.2 生态环境质量拐点总体判断

未来 5—10 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也是资源环境和生态约束加剧的矛盾凸显期。经济的

中高速增长、大规模城镇化、对传统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和

居民消费增长，将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持续增加的压力，

使我国生态环境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同时，一些历史遗

留的累积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可能集中爆发，一些

新型污染物污染有可能加剧。如果不采取积极的保护措

施，我国一些重点经济区、城市群地区及生态脆弱区将面

临极为严峻的资源约束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生态问题加

剧等问题，严重危及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未来 5—10 年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我国社会主

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环境体制改革深入

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时期。科技水平的

提高、经济发展理念和方式的转变、生态保护制度的建设

和完善、生态保护投入的增加，以及公众生态意识的觉醒

等，则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的响应力度、优化

响应模式，减缓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和风险。

不同环境介质、不同生态系统，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

不一，面临的问题和治理难度差异大，使其生态环境质量

拐点到来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表 2）。大气污染控制相

对较易，只要控制了污染物排放量，便能较快实现环境质

量的改善，因此其将率先跨越各类质量拐点。相较而言，

受湖泊、湿地、近海水环境恢复周期长和众多新型污染物

的影响，各类陆域和近海水环境质量拐点将比对应的各

类大气环境质量拐点滞后 5—10 年左右。土壤污染治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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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更大的挑战，各类拐点出现的时间将比陆域大气和水

环境质量拐点大为延后，将成为 2035 年我国实现生态环

境质量根本性转变、基本建成“美丽中国”的关键瓶颈

因素。生态方面，陆域陆地生态系统将率先跨越各类质

量拐点；湿地生态系统受破坏后需要经历更长的恢复周

期，实现拐点的时间将晚 5—10 年；近海生态质量还将

受渔业水产养殖、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等长期影响，实

现各类拐点的时间将更晚。

总体而言，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将处于生态环境

质量改善和恶化相持阶段，呈现总体趋于改善、局部趋

于恶化，某些领域趋于改善、某些领域趋于恶化，常规

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指标逐步改善、新型非常规生态环境

质量监测指标仍趋于恶化的特征。2025 年前后，基本能

够实现基于常规监测指标的生态环境质量由逐步恶化向

逐步改善的转变，但离公众感知的生态环境质量由不满

意向满意转变，以及考虑新因素的生态环境质量拐点还

有较大差距。要实现党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在 2035 年基本

建成“美丽中国”，2050 年全面建成“美丽中国”的目

标，仍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4 推动我国尽早跨越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实
现生态环境根本性转变的建议

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出现的时机受到各种因素的广泛

影响，具有较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社会经济发展转型程

度与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

加快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加快健全完善科学合

理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大环保投入力度，加快形成全

社会和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局面，我

国将有望提前实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美丽中国”建设目

标。但是，促进社会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的改善需

要遵循社会经济和自然演变规律，要避免过于冒进的转型

和保护战略造成过高的社会经济成本。因此，面向百年强

国的转型和保护战略，既要下打攻坚战的决心，解决当前

面临的突出问题，也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提前布局，

解决当前难以解决，或没有显现、但未来可能危及我国生

态环境安全的潜在风险问题。

（1）要以公众满意为宗旨，针对当前生态环境领

域的“痛点”和“短板”，打好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攻

坚战。在实现基于常规监测指标的生态环境质量拐点跨

越之后，仍需进一步努力，实现公众感知的生态环境质

量拐点的跨越。把“让人民吃上放心的食品、喝干净的

水、呼吸新鲜的空气、享受舒适的生态环境”作为到

2035 年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重点，包括加大耕地

污染、种养业农产品和水产品污染的治理力度，确保食

品安全；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制定实施更有针对性的

区域政策和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和完善区域调控；

表 2   我国不同领域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出现的时间预测

领域 一级指标 以常规监测指标衡量的质量拐点 公众感知的质量拐点 考虑新因素的质量拐点

陆域

大气环境质量 2020—2025 年 2030—2035 年 2040 年左右

水环境质量 2025—2030 年 2035—2040 年 2050 年左右

土壤环境质量 2040 年左右 2050 年左右 2050 年以后

农村环境质量 2025—2030 年 2030—2035 年 2050 年左右

陆域陆地生态质量 2020—2025 年 2050 年左右 /

陆域湿地生态质量 2025—2030 年 2050 年左右 /

海域
近海水环境质量 2025—2030 年 2035—2040 年 2050 年左右

近海生态质量 2030—2035 年 2050 年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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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口密集的重点城市群和乡村地区的污染治理和生

态修复，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加强历史遗留的矿山尾

矿、工矿企业污染场地、工业污水深坑等污染治理，以

及生态退化区的生态修复，还清生态环境旧账。

（2）要以全面保障我国居民健康和福祉为宗旨，针

对面向百年强国的生态环境“瓶颈”问题，打好污染防

治和生态保护持久战。健全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

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形成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长效

机制。在跨越公众感知的生态环境质量拐点后，还需要

进一步加强公众难以感知、但危及公众健康和福祉的生

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实现考虑新因素的生态环境质量拐

点的全面跨越。在科技、标准、制度、立法等方面，加

强针对各类新型污染物的前瞻性布局，建立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监测与预警机制，以及面向新型污染物的风险防

范和污染防治体系。同时，做好面向百年强国关键生态

环境瓶颈问题如土壤污染的中长期规划，有序推动我国

生态环境质量的逐步改善。

（3）发挥科技创新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的关键

作用。针对新污染物，前瞻布局基础研究，如各类化学

品的毒理和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研究，基于人体和生态健

康的新型污染物环境基准研究，新型污染物的源、汇、

分布特征调查和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新型污染物的环境

质量和排放标准、污染控制技术研究等，为未来我国尽

快跨越考虑新因素的生态环境拐点，全面建成“美丽中

国”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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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Judgment on China’s Eco-environmental 
Turning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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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ith the strength of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deterioration of eco-environment in China has been curbed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has led to discussions among decision makers on when China 

will reach the turning point of eco-environment. The judgement of the turning poin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ies 

towards China’s two centenary goals. This study redefines the concept of eco-environmental turning point firstly, and then establishes an indicator 

system and an analysis framework to predict the time that turning point occu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urning point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based on routine monitoring indicators will occur around 2025, the turning point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based on public perception will come 

about 2035, and the turning point of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considered some new factors such as emerging contaminants will achieve around 

2050. To develop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trategies towards China’s two centenary goals, it not only needs to make good plans fo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serious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but also needs to make good preparation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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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racted battles aiming at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at are currently difficult to solve, and potential eco-environmental risk in the future. 

During this process, in addition to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make full us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olving the “bottleneck” and “difficulties” of China’s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Keywords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evolution, turning point, prediction,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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